[bookmark: _Toc0]关于全球最低企业税的思考

（00:00—05:33）全球最低税对财富管理的影响与前瞻思考
演讲者在讲座中首先回顾了过去两年与听众的互动，随后介绍了本次讲座的两个主要议题：全球最低企业税的思考及其对财富管理的深远影响，以及代孕所导致的财富风险。演讲者强调了这两个话题的前瞻性研究价值，并提到这些研究在当前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此外，演讲者还推荐了即将举行的私人银行大赛，鼓励听众参与以了解财富管理行业的最新动态和前沿问题。最后，演讲者详细阐述了全球最低企业税对高净值家庭和公司架构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认为其影响将超过CRS，并承诺将持续跟踪该法规的进展，进行更新和调整的思考。

（05:33—08:39）全球最低税倡议及其进展
2021年4月5日，美国财政部长提出征收全球最低税的倡议，旨在结束过去30年全球范围内的税收竞争。这种竞争导致各国竞相降低所得税以吸引全球游资，进而造成每年1000亿至2400亿美元的企业所得税流失。4月7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表示，希望在年中前就全球税收议题达成共识。最新进展显示，已有130多个国家达成框架性协议，认可全球最低税的概念，这可能标志着全球税收改革的关键一步。

（08:39—12:11）全球最低企业所得税的影响与执行挑战
国际组织呼吁制定全球最低企业所得税以避免贸易战和逐底竞争，G7同意向跨国公司征收至少15%的企业所得税。这一举措可能是全球历史上首次经济体间的统一行动，但其实施效果和范围尚存在不确定性。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所得税标准差异巨大，对传统避税地如维尔京群岛、香港和新加坡等的影响程度以及对财富人士的资产持有方式产生挑战，需要深入探讨如何使避税地的企业阳光化。

（12:11—15:39）全球最低所得税对中国的潜在影响
讨论了全球最低所得税出台的背景及其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包括对政府、宏观环境、高净值人士及企业主的影响，特别是那些设立在避税地的中国科技公司。分析了全球最低所得税迅速获得广泛认可的原因，包括刺激经济增长、缓解财政压力、鼓励资金回流以及解决全球税收不平等的问题。

（15:41—19:49）全球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挑战与策略
2020年和2021年全球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大幅下滑，尤其是发达国家，美国的GDP在2020年下降了3.5%。尽管美国资本市场活跃，但就业市场复苏情况并不明显，失业率依然处于高位，这导致美联储维持较低利率以应对潜在的经济过热和高失业率问题。此外，美国企业所得税已处于历史低位，进一步减税将加剧财政压力。全球范围内，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普遍不足，提振经济成为紧迫任务，但财政压力和经济复苏之间的平衡成为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

（19:49—25:57）美国财政赤字与企业所得税调整
讨论了美国自2017年以来持续的财政赤字情况，特别是在2020年赤字比例显著上升的背景下，减税空间几乎不存在。进一步分析指出，为了缓解财政压力，美国政府可能需要增加税收，特别是企业所得税，鉴于当前企业所得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较低，且远低于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拜登政府的多项经济计划，包括1.9万亿的经济纾困计划和2万亿的基建项目，预计将加剧财政赤字，因此提高企业所得税成为缓解财政压力的可行途径之一。

（25:59—33:07）美国税收计划及全球最低税的提议
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部计划将企业税从21%提高到28%，以补充财政赤字缺口，但担心此举可能导致美国企业外流。为此，美国提出全球最低所得税的建议，旨在减少避税地的吸引力并阻止资本外流。同时，美国计划提高跨国公司的全球最低税率，确保它们无论在哪里运营都能维持最低税收水平，从而减少免税地和半免税地对美国企业的吸引力。此外，对于高额利润但应税收入少的大型跨国企业，美国提议按账面收入的15%征收最低税。这些措施的根本目的是鼓励海外资金回流并增加税收，但需平衡税收增加与企业外流的风险。

（33:09—38:57）全球税收政策协调与美国海外资本回流
对话讨论了美国海外资本的回流以及美国在2019年对外投资正向增长的情况，特别指出制造业资金向欧洲避税国家和地区流动的趋势。提及了美国财政紧张和制造业外迁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如美国决定协调全球税收政策，以降低对海外制造业企业的吸引力并增加所得税收入。此外，还提到了OECD在2013年提出的基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行动计划（BEPS行动计划），旨在提高跨国公司纳税透明度和实质经营，以及对全球税公平分配的双支柱税改方案，特别针对数字企业的市场国征税权。

（38:57—45:01）全球数字企业税收改革：市场国利润征税权与支柱一计划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跨国科技公司利用互联网的无国界性在全球销售产品，同时通过将注册地设在避税地区来减少税收负担。这导致了传统税收理论下的税收征管难题，即市场国（消费国）无法有效分享这些数字企业创造的利润。近年来，欧洲市场国家提出新的概念，认为市场本身也在创造价值和利润，因此市场国有权分享数字企业的全球利润。这催生了支柱一计划，提议市场国有权对数字企业至少20%的全球利润征税。这一提议对跨国数字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引发了美国政府的反对和贸易争端，如法国征收数字税后美国对法国红酒的反制裁。支柱一计划的实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的阻碍，凸显了全球数字企业税收改革的复杂性和挑战。

（45:01—48:14）全球税收公平与美国的应对策略
OECD提出对年收入超过7.5亿欧元的超大型跨国公司征税，特别是针对那些利用税收套利手段降低税负的公司，设定全球最低所得税率为12.5%。这一举措旨在促进全球税收公平，但自2013年以来，美国通过实施安全港原则，允许美国跨国公司自行决定是否遵守这些规则，从而成为实施全球税收公平的主要障碍。近年来，美国因自身面临的问题开始考虑加税，并重新审视全球税收公平问题。

（48:14—52:09）美国在G20财长和央行会议上的税收政策调整
2021年2月的G20财长和央行会议上，美国财长耶伦表示美国准备放弃安全感原则，寻求全球合作。美国推动对数字企业征税的第一支柱进行修改，将征税对象限定为全球经营规模最大、利润率最高的前100家公司，且仅对销售利润率10%以上的部分的20%征税，而非原先的20%利润征税。这一调整旨在减少对美国数字企业的打击，同时换取全球对美国提出的全球最低税的支持，目标税率定在15%。

（52:09—57:57）拜登政府推动全球最低税率15%及其影响
为推动全球最低税率至15%，以减少美国企业向税率更低地区的吸引力，拜登政府计划将美国企业所得税从21%提高到25%。此举旨在防止企业因境内税提高而将利润转移至境外，同时修改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的税制，将美国海外子公司最低税率从10%提高到21%，以增加税收贡献。原计划将全球最低税率提高至21%，但考虑到对全球低税率国家的冲击，最终调整至15%。此举意在使大多数国家通过逐步提升税率来获取税收优势。目前美国的综合税率约为25%，若企业所得税提高至28%，其综合税率将超过30%。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为25%，但综合税率因各项扣除政策而降至约19%。

（57:57—64:28）全球最低所得税的实现可能性与影响
在过去的20年里，无论是OECD国家还是G20国家，税收总体呈下降趋势，这反映了全球通过降低税率吸引资金的税收竞争。这种竞争导致全球每年因所得税减少而损失的税收额估计在1000到2500亿之间。如果实施全球最低所得税率12.5%，预计每年能为各国增加500到800亿的税收收入，对全球经济影响较小。将此税率提高至15%，虽未有确切结论，但普遍持乐观态度，认为其影响主要局限于跨国公司。目前，全球主流国家如G7、G20和OECD等组织对美国提出的全球最低税建议表示支持，这主要是因为各国面临财政压力，希望通过提高税收来缓解。然而，全球最低税的实现还面临主权问题的障碍，尽管如此，由于全球博弈的需要，一些国家可能不得不在税收主权上做出妥协。

（64:30—67:36）全球最低税及数字税的实施范围与影响
对话讨论了全球最低税的使用范围及对企业的实施标准，指出美国希望对所有跨国公司实施全球最低税，而OECD则聚焦于数字企业和收入达到7.5亿欧元的超大型跨国公司。此外，讨论还涉及数字税的问题，包括美国对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跨国公司提出的要求，以及如何在消费市场国之间分配由此产生的利润，显示出各国在利益分享上存在分歧。

（67:36—70:40）全球治理机制：G7、G20与OECD的角色与合作
全球最重要的几个发达国家组成的G7，决定了全球政策的基础条款，随后将这些条款交由G20进行讨论。G20讨论后，通常会委托OECD来实施相关协议。G20和G7主要负责方向性的统一和意向书的签署，而具体实施则由OECD承接。OECD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障碍，且具体条约的实施还需经过各国的国内立法。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代表，其领导人通过博弈形成的框架性协议，由OECD负责落实。OECD接受G7和G20的委托，支持G20的意志，帮助定义议程、提供政策选择、达成共识并制定全球标准。实施效果的好坏则取决于G7和G20的支持与推动。以2013年出台的BBS行动方案为例，由于美国的不主动，导致该方案的落地效果不佳。

（70:41—73:38）全球最低税对跨国资本的影响与对策
讨论了全球最低税设定为15%后对各国和地区，尤其是对没有所得税或税率低于15%的地区的影响。指出依靠低税率吸引跨国资本的策略将不再有效，需要通过改善交通、通讯、能源供给、法治环境、政策因素和投资环境等软硬件条件来吸引资本。同时，尽管所得税优势消失，但关税和汇率政策仍可能成为获取竞争优势的手段。

（73:41—78:16）全球最低税对以邻为壑政策及中国企业影响分析
讨论了全球最低税政策的实施对以邻为壑的税收政策的影响，指出这种政策可能导致各国在贸易政策上更加极端。分析显示，2020年1至10月全球发布的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政策中，相当一部分为以邻为壑的政策，旨在使自身更具吸引力，但这种政策可能恶化全球投资环境。此外，分析了全球最低税对双边贸易税收政策的潜在影响，特别是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发现中国大型金融机构、石油和互联网公司的海外收入和利润占比不高，因此全球最低税的实施对中国企业影响较小。此外，中国企业的名义所得税为25%，高于全球最低税的15%，因此提高全球最低税对中国企业可能带来正面影响，降低海外投资的吸引力。

（78:18—82:03）全球最低税对离岸公司架构的影响及对策
对话讨论了全球最低税实施后对中国企业在离岸免税地注册的影响，特别是对高净值人群的财富家庭。企业设立离岸架构的目的不仅限于节税，还包括境外上市、隐私保护、规避管制和身份安排。全球最低税的实施使得避税功能下降，促使企业重新评估税收成本和海外架构的必要性。对于已经设立的离岸公司，需要考虑税收以外的其他关注点，而未设立的公司则需重新评估避税地的重要性。此外，企业所得税、关税等税收政策的影响也成为关注重点。

（82:03—85:21）全球最低税对家族财富管理的影响
随着全球最低税政策的实施，对于财富家族的身份安排变得更为重要，企业资产持有方式可能从法人化转向个人化，以规避税收压力。同时，家庭成员之间的保险、信托及其他安排会变得更加活跃，以应对个人面临的各种风险。此外，留学和移民与资产的关联也将变得更为紧密，企业架构设计需要回归初心，不再以税收筹划为单一目的，呈现出扁平化趋势，减少不必要的中间架构。

（85:23—88:06）海外避税地架构变动对资产配置的影响
对话讨论了海外避税地税收政策变化对现有架构的影响，指出即使避税地所得税优惠减少，公司未必需要撤除，因为还存在其他功能需求。对于金融资产，税收政策变动可能影响投资公司的利润和估值，促使投资者更加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而非短期节税。实物资产方面，个人持有不动产和另类投资可能增多，但需注意个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88:08—91:31）全球最低税对家族信托的影响及财富管理调整
对话讨论了全球最低税实施后对家族信托的影响，特别是对海外避税地信托的运营收益和受益人税收地位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同意实施全球最低税，家族信托的税后收益规模可能会受到影响，而境内信托则可能迎来机会。此外，高净值人士的财富管理将面临重大调整，包括个人身份安排、企业架构调整、个人持有资产的不确定性上升，以及境外资产需求的变化。

